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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家、民族危机与妇女解放：
抗曰救亡运动与新马华人妇女的政治动员

National Crisis and Women's Liberation: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Malaya

范若兰
(FAN Ruolan)

摘要

抗日救亡运动是新马华人妇女在国家、民族危机旗号下的一次全面的政
治动员.不仅为华人妇女提供了参与社会的机会，而且提髙了妇女的觉悟.
加强了不同阶层和不同方言帮妇女的团结，促进了华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
展C本文通过抗日救亡运动与华人妇女解放运动的互动.分析国家、民族危
机与妇女解放的关系。

Abstract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is a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under the flag of
national crisis. The movement not only provided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ffairs, but 江Iso increased their consciousness as Chinese women,

promoted the solidarity of Chinese women from different classes and language groups
and pushed forward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wome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liberation mov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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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若兰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本±陷人空前危机。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

争，海外华人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

筹贩祖罔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在"抗日救亡高于一

切"的口号下，南洋华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是对华人

的一次全面的政治动员，同时，抗日救亡运动对华人妇女也具有多重意

义，它不仅为华人妇女提供了参与社会的机会，促进了华人妇女自身的觉

悟，而且通过政治动员和妇女的活动，部分改变了华人社会性别观念和性
别关系。

新加坡和马来亚是南洋华人抗日救t运动的中心。罔内外学术界关于

新马华人与抗日救t运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对华人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

中的活动和作用着墨甚少，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黄文

贵的〈涅华妇女与救亡运动（1937-41)》、刘江的《抗日战争中的南洋华侨

妇女（《历史大观园》19口年第2期）、石形的《抗战中的华侨妇女》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官丽珍的《华侨、港澳妇女支持

祖国抗战》（《华侨论文集》第3辑）和范若兰的〈鄉马华人妇女在抗日
救t运动中的巧动》（CA桂侨刊)〉2002年第2期），这些论文论述了新马

华人妇女在抗战中的活动，但对于在民族危机环境下华人妇女与国家、民

族互动关系则极少论及。

其实，近代(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命运无一不

与民族解放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la妇女运动都被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

框架之内，妇女也只有在这一框架内才能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抗日救亡

运动为新马华人妇女提供了一个社会参与的绝好机会，于是在抗日救亡运

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互动下，新马华人妇女各阶层都被动员起来。本文将

从社会性别（gender)视角分析在国家、民族危机的环境下，华人妇女政
治动员问题，(及改变的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关系。

海外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除直接回国参战和服务外，主要是筹贩、

购买战争债券、认捐寒衣、救济难童等。为动员华人捐款和购买公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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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各种宣传、义卖和义演活动，华人妇女不论是作为募捐对象还是募
捐动员者，都是抗日救亡运动不可缺少的资源。在国家、民族危机之时，
华人妇女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当然要尽可能地被动员起来进行抗日救亡运
动。那么，华人妇女政治动员程度如何？社会性别在其中起何种作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新马华人妇女政治动员程度如何，是个有争议的
问题，黄文贵认为华人妇女没有彻底动员，并认为星华妇女不能动员的最
大原因一是救t团体内部组织不完善，二是缺乏深入的宣传工作（黄文贵
1971)。当时也有人持有类似看法，马恩哲指出，"还有一部分的华侨妇
女尚站在这救t阵营外，徘徊观望，对这场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完
全采取漠不关，。的态度，她们之中，有能吃苦耐劳，并忠于民族解放事业
的女工，有能干而乂聪明的英文学校的女生，有善于交际与宣传而能接近
各上层人±的舞女，有不少常和家庭接近的女推销员和女职员，更有些整
天埋头于家庭事务的家庭妇女，这些妇女潜伏着伟大的力量，则根本没有
把它动员起来"（马恩哲1939)。另一种看法认为新马华人妇女动员充分，

"整个马华妇女的救亡工作，可兑已动员了各阶层的女同胞，如家庭的
太太小姐，学校的女教师、女学生、舞女、群芳姐妹、佣工妇女、U及各
种职业的妇女，最艰苦所得的血汗钱，为着要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来救祖

国，她们都从至宝贵的钱包里，把一层层包裹着的虎头钞票，慷慨地登上

献金台为祖国献金，从劳苦所获最有限的工资，省食省用，按定每月不断

的出月捐"（华灵1940)。

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孰对孰错？笔者认为，评价抗日救亡运动中华

人妇女政治动员程度，应依据两条标准，一是与过去相比，华人妇女动员

程度如何；二是各阶层各职业妇女政治动员程度应有不同要求。如果用这

两条标准评价新马华人妇女政治动员程度，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即新马

华人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是空前的，也是较为充分的。

与过去相比，华人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动员是最充分的。过去新

马华人妇女也参与过大的政治活动，最早的可la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

初，南洋成为孙中山宣传革命和筹款的主要基地，华人积极响应，有极少

数华人妇女也被动员起来，如模城华人女青年陈璧君追随汪精卫加人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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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陈的影响下，其母卫月朗也加入同盟会，并到新加坡拜见孙中山。
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要北上行刺载洋缺乏经费时，卫月朗卖掉金饰，得

助币八千元捐献（陈壁君1943)。辛亥革命后，南洋华人积极捐献支援革

命，一些妇女也组织起来募捐，新加坡广府妇女曾发动挨口挨户捐款活

动，募得功币二万多元（觸侨报）1911年12月4日）。但总的来说，辛

亥革命时期新马华人妇女的政治动员是零星的，只有个别妇女参与了辛亥

革命的筹款和行动。1928年济南惨案激起南洋华人的乂一次爱国高潮，新

加坡华人成立了(陈嘉庚为首的"山东惨祸筹脈会"，华人妇女也被动员

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分部——妇女委员会，由殷碧霞和陈德娘领导，进

行募捐活动。这次集会"可能是新加坡华人妇女第一次目的在于为中国战

祸受害者筹款而召开的公开集会"（颜清撞19%)。同时，吉隆坡粤侨g
富张郁才夫人联络上层妇女，发起组成"专售粉果筹脈团"，在广肇会馆

举行筹脈义卖，会场悬挂着对联："集会输财，女子也应知爱国；题糕品
茗，诸君到此解慈囊"，"鲁省遭狭，惊传秀女，天厨巧制，为救难民"，
这次义卖共五日，所得义卖金四万多元，全部捐给山东难民（顾成1930)。

应该说，1928年新马华人妇女为帮助山东难民所进行的政治动员比辛亥革
命时期要有组织，面也更广，但这次对华人妇女的政治动员也是不充分
的，只有少数地区和少数中上层妇女参加。

1937年抗日战争涉及全中国的生死存亡，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达到最

高潮，华人妇女也积极参与，她们建立各种组织，积极进行宣传和募捐，
最大程度的动员妇女，其规模的广度和深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和
济南惨案时期华人妇女的动员。笔者认为下的事实可(表明新马华人妇
女的政治动员程度：

一是华人妇女组织的增多。过去新马华人妇女组织屈指可数，有成立
于1917年的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成立于1924年榜城女子精武体育会，
成立于1929年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华人妇女部等，这几个组织会员范围狭
窄，在华人妇女中影响较小。抗日救亡运动中，新马华人妇女组织大量涌
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报刊上见其名者有20个左右，这些组织活动
主要围绕筹脈、宣传、妇女教育方面展开（范若兰2002)，按其组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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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分为兰类，一类是独立的妇女组织，如星华妇女筹贩会、星洲华

人妇女会、棋城妇女协会等；另一类是附属组织，如筹脈会下的妇女分

部，各地励志社妇女部等；还有一类是职业组织，如女佣组织、舞女协会
等。这些组织涉及各阶层和各职业的妇女，为妇女进行宣传教育和募捐等

活动提供了多个平台，促使更多的妇女参与抗日敕亡运动。与过去只关注
妇女福利组织的最大不同是，成立于抗日救t运动中的妇女组织虽然组织

形式不同，但都接受南侨总会的领导和动员，都W筹脈、抗日宣传为主要

宗旨和活动，因而得到华人社会的支持。

二是政治动员的范围扩大，从中上层妇女扩大到下层妇女。辛亥革命

和1928年济南惨案只动员的中上层妇女，下层妇女虽有个别人捐款，但

只是零星的，谈不上广泛的政治动员。但在1937-1941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政治动员的范围从社会活动家、知识妇女、女学生扩大到佣妇、舞

女、女工和家庭妇女，但由于个人经历、教育水平和职业的差别，华人妇

女政治动员的程度不同，女社会活动家、女教师、女学生和少数女工是救

亡活动的中坚力量，而大部分女工和家庭妇女则是外围力量。

我们先看中坚力量。女社会活动家在建立妇女组织、组织大规模筹脈
活动上发挥积极作用，黄素云、黄典搁、殷碧霞等人是她们的代表。女教

师在宣传和组织学生方面积极行动，潘珠英女±当时在新马当教师，她回

忆，"当时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
动。尽管有孕在身，仍然白天教书，晩上和大家排练节目，节假日到各处
去宣传演出。后来生下了大女儿，刚满月不久，就把她送到山区叔父家抚

养，自己又投人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去了"（潘珠英1996)。廖
冰1937年在怡保一小学当教员，抗战消息传来，她响应陈嘉庚的号召，
在怡保组织宣传队，她将30年代的进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
歌）、〈渐女性）、〈(大路歌）等都教给学生，组织歌咏队到农村、工厂去

演唱（廖冰1996)。可UU兑女教师在领导和组织女学生方面起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而女学生是最活跃的一群，她们满腔热血，有知识有能力，没有

家庭的拖累，她们积极参加宣传和卖花筹脈等活动，在抗日救t运动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当时有人专口写了一篇报道〈C新加坡女学生的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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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她们的活动：

"现在只要学生界方面发出一声动员，患动员起来的女学生，最少

有五百人，而这五百人，在各个学校立刻发生作用，比如，冬天

快到了，祖国的战壬，正需要棉衣，学生界命令一发，这五百女

生便分别在自己的班级，提议捐助，她们大多是学校的优秀分子，

平日在班里功课很好，同学都敬仰她，现在一提议，再经过一番

理论的发挥，这一级学生棉衣运动发动了，那一级学生响应了，

不到两天，捐助寒衣，震荡着全校，她们选取出代表，巧见校长，

于是捐募寒衣委员会，立刻组巧，而全星华人女校，都沸腾着寒
衣热。

她们平日主要的工作，是教育群众，她们用歌喝、用戏剧、用宣

传、用文字，只要她们能想到，便都能做到。在什么纪念日，她

们租一辆罗厘车，十多个人，便出发到山己宣传。她们中有不少

板高贵的小姐，然而她们表演街头剧，做灾民时，便穿破烂的旧
衣裤，做婆太时，便穿上黑衣服。她们并不k乂为滑稽，她们的工

作，都是严肃地进行着的。

在出发山色宣传，她们还到处挂宣传瘦画，她们用各种方言，向
围扰来的观众，详细地解释，宣传画中的意义。有时，她们集合
起来，高唱救亡歌曲，有时，她们也散开去，向观众做个别宣传。
……星加坡的女学生，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些只会唱毛毛雨的醉生
梦死的享乐者了"（惠明1939)。

女工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经过深人宣传，她们深知日本人侵自己的
祖国，自己应当为祖国尽责的道理，相当多的女工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
中，少数人也成为中坚力量，演出可歌可泣的故事。1938年日本人经营的
龙运铁矿山的华人工人在庄惠泉等人策动下发动离厂运动，华工几乎全部
离厂。'这次活动最感人的事件是女工陈亚芬毁家爱国。陈亚芬是广府人，
4：岁卖与人作妹仔，其夫黄亚玉是小工头，平时欺压矿工，在离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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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陈亚芬劝丈夫退出矿场，但黄拒绝，于是陈亚芬民族利益为重，与
丈夫离婚，随着离场工人来到新加坡。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陈亚芬说：
"我并不是没有规劝过他，相反的，我也不知用过多少的精神，多少的方
法，使得他醒悟过来，然而，他总是留恋着他的所谓产业，甘私背叛着多
数人的利益，一味奉承着铁山主人的意旨，好多次工友们的正文举动，都
因为给他的泄露，而遭到许多的挫折，到最后的刹那，全体的工友都准备
落山了，他仍旧执迷不悟，没有法子了，我不能接受千万人的唾骂，我不

能出卖我的良心和灵魂和我们的祖国，所(我不得不毅然提出离婚，跟随
大队的离山同胞，一同来星了"（猩洲日掀〉1938年3月16日）。

一些女工积极投身救亡活动，她们像女学生一样，也进行宣传和募捐

巧动。女佣在救t活动中十分活跃，各地女佣组织演戏筹贩，并踊跃认购

公债。2女工还组织劝募队（猩洲日撇1937年11月18日），在星华妇
女筹贩会的支持下，太丰、精益两个饼干厂的失业女工为劝募队基本队

员，到新加坡各商店劝捐（《星洲日报）1937年11月24日）。后来，越来

越多的女工被动员起来，她们在法定纪念日也加人到募捐的队伍中，如一

个女招待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因为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所L义没有

正式参加救亡工作的活动，不过在每一次卖花的纪念日，我都放弃一天的

薪水来参加卖花的，因为这是我们做中国人的天责。我是穷人所只能就

能力所及担任一元钱的常月捐，但是我希望每一位有钱的中国人都应该尽

他们的责任，把他们的荷包打开来，努力的为国输将，我们的祖国一定能

得到最后的胜利的。……我们这里的老板是不会妨碍我们的救亡工作的"

(俗子1939)。这位女招待除每月一元钱的常月捐外，还在法定纪念日不上

工出去卖花，所做的一切是因为她对抗日救t的意义有清楚认识，这种认

识是华人妇女普遍具有的，如舞女许丽坦在接受访问时说；"做一个女

子，是应该解放的，而且在这个民族危机的时候，女人更应该和男子共负

同等的挽救责任"（《星洲日报）1938年3月18日）。舞女林金玉对记者

说："国家兴匹妇有责，……我是中华国民一分子，我亦应尽我国民

之责，惟勿误会一个舞女要藉此出风头。"她捐巧币110元，另一舞女陈

玉叶捐一月伴舞工资，她们都是侨生，从未回过中国（《星洲日报》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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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11日）。建筑女工也捐款，她们因为收入低，只能几元几角地捐

(〈猩洲日报）1937年10月6日）。这些普通妇女能踊跃捐献，而且清楚认

识到抗战的意义，说明这是一次充分的政治动员。

家庭妇女在华人妇女中人数最多，但在抗日救t运动中，家庭妇女是

最不活跃的人群，但她们并不是对救t运动毫不关山，她们中的少数人组

织起来，进行筹贩活动，3其他家庭妇女尽管没有组织起来，但当女学生

向她们动员时，她们捐出自己的金银手饰或少有的一点钱，我们可liU乂当

时人的描述看家庭妇女是如何被动员的：

"一般家庭主妇虽然也很爱国，但是因为不识字的关系，且因为是

住在山色，所十于社会的现状是少有知道的，我们要为她们解

说募捐的用意与原因，且为了要使事件易于明析起见，我们竟不

厌其详地述说着。……她们听了我们这样的解释后，好象是受了

我们的一点感动似的，都自动地拿出钱来，并且说；‘先生，我
们都是中国人，先生既肯这样努力，我们同是中国人，怎不肯尽

为捐点钱呢？’听了她们这样诚惡的话后，使我相信说女子没有爱

国的人是没有道理的。

……最使我们愤恨的，是比较有钱人家的主妇，她们不但不肯捐

助钱，有的连人也藏匿起来，……

但是最使我们感动的，还是那些劳苦阶级的妇女，她化的生活虽
然很苦，但是她们知道了我们是为了筹贩灾民而来，所(对我们

都特别的客气：‘先生，请坐，喝些茶才去。’尤其是其中一位，

更使我不能忘记，她对我说她是捕鱼为活，丈夫已经死了，现有

两个孩子要养。‘先生，我小时也读过一些书，所^^X我知道，怎
样去与环境奋斗的。’

此次募捐成绩不太好，只有巧币100多元，多是贫穷妇女捐助，

这次募捐所给我的经验，使我知道了多数妇女都是爱国的"（丽
尼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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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有关华人筹脈活动的史料时，有一点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即

人们对富人捐款的微辞较多，认为他们为富不仁，只顾自己赚钱，不关如
祖国的存t。一位女学生写的〈簿捐记)〉生动描述了她们对店主募捐时的

遭遇；

"这夭早上九点，我们由学校出发，当我们’入第一间店时，本想向
他们宣传一下，使他们稍微明白，我国处境的危险和我们应有的

责任。可是查他们（老板）看见我等的时候，不等我们开口，便

赶快的拿出一块钱放入钱箱中，并挥手叫我们走，说他不得空，

好象认为我们是讨钱的乞丐似的，我们这时中真有说不出的难

过。入第二间店时，该老板对我们更视如无物，一味做他们的生

意，……让我们等了许久才拿出一块钱给我们，我们本想趁此对

他解释一下，要求他多捐点钱，但他也同样的挥手叫我们走，说

他不得空。过后又碰到一位老板狠狠地对我们说：‘敌寇天天来

侵略我们中国，你们这班家伙也天天来侵略我们，钱又不是我自

己制造的，那里来这么多钱呢？（瑞莲1937)。

富人对捐款的这种态度，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抵而言，对于

捐款抗日最为热心的，多半是中下层的华人，至于华人中的富商，反而吝

于捐款，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地。中国驻南洋各地领事馆的报告皆持此

看法"（李盈慧1999)。笔者认为应当事实求是看富人捐款问题，做为个

体的人，他们的捐献并不少，只是人们对他们的捐献期望与其财富成正

比，但这些富人没有侨领陈嘉庚、胡文虎那样的觉悟和使命感，尽管他们

捐献不少于常人，但口碑却不好。富有的主妇在捐款时也面临同样问题，
尽管她们也捐款了，4但捐款与其财富不成正比，因而也受人垢病，这样

评价他们并不公平，因为捐款自愿为原则，他们能捐，就对祖国尽了自

己的一份力，我们不能用陈嘉庚的标准来要求他们。

同样的道理，在评价家庭妇女是否充分动员时，人们总是认为家庭妇

女没有被动员，因为参加妇女集会和活动的家庭妇女很少，"马华妇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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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未能尽量宣传，所W在妇女集会里，家庭妇女参加者寥若晨星"
(连秀1939)。进而得出她们落后或愚昧的结论，笔者认为政治动员的标准

对不同群体妇女是不同的，家庭妇女只要知道抗战的意义，能捐款就应算

动员，不能要求她们象女学生一样组织起来，整天出外宣传和集会。如果

解决了不同群体不同标准的问题，抗日救亡运动中新马华人妇女是否充分
动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抗曰救亡运动促进了新马华人社会不同阶层妇女的交往。过去不同阶

层的华人妇女不相往来，知识妇女看不起家庭妇女和女工，太太小姐也看

不起贫妇和劳动者，女工则认为上层妇女都是养尊处优者，现在，抗日救

亡活动使她们走到一起，这有助于妇女的团结和动员。

王是政治动员的程度深人，妇女团结合作深人到各方言帮。至到20

世纪30年代，新马华人社会仍方言帮划分，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华

人空前团结，成立了跨帮派的"新加坡华人筹贩会"等组织，尽管有时仍

由各方言帮侨领负责各帮募捐工作，但他们都接受南侨总会和各地筹脈会

的领导。同样，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妇女打破过去的方言帮界限，第

一次不分方言、不分阶层地走到一起，送从1938年3月8日新加坡华人
妇女庆祝兰八节的盛典上可W看出，这次大会规模盛大，各阶层妇女都参

加，上至总领事夫人，社会名流，下到劳动妇女，还有学生、教师和家庭
妇女。大会发言者有刘韵仙（教育界代表）、许丽坦（舞女代表）和江溯

(建筑女工代表）。江爛一身黑衣，女工打扮，她粤语演说，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她说，妇女救亡运动，是每个妇女的责任，女工也不例外，但女
工生活困苦，知识落后，工作时间长，无形中剥夺了女工应尽的救亡责
任。她希望改善女工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更希望各界知识姐妹，多
多指导劳动妇女，教育不识字的劳动群众，促使全新加坡劳王妇女界，更
加团结，负起抗日救t的责任。她的讲话煙骼有力，引来阵阵掌声（《星
洲日报）1939年3月9日）。这次大会非常成功，时人评论说：。我相信
这次在南洋举行庆祝兰八节，不但将在南洋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留下光辉的
一页，并且妇女解放运动、救t运动也必更因这向前推进"（水源1938)。

广府籍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特别引人注目，过去广府妇女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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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荡的人"，因为妓女多广府人，理发女、舞女也多广府人，5于是其他
方言群将广府妇女视为风月场中人。这种评价是人们从外部对另一群体的

不真实印象。在此笔者只想强调，这些职业是妇女谋生的正当职业，广府

妇女所从事的在当时人看来低贱的职业恰恰为她们自立于社会、参与救亡

运动打下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正因为广府妇女多职业妇女，她们就比多

为家庭妇女的潮灿、闽南籍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要活跃得多，也易于组

织起来。广府妇女为参与筹脈活动最先组织了 职业为中必的团体，如交

际花建立"静芳团""艳芳团"、"美芳团"、"菊芳团"等，女佣建立

"粤华妇女互助会"，理发女建立"理发女工筹贩团"，舞女建立"舞女协

会"等，她们主要(演剧和售花的方式募捐，成绩惊人。如理发女，每晚

9点才收工，她们在9点后再到东安会馆排戏，一直到半夜，有些理发女

因忙于排戏被解雇，她们靠义演募得助币五、六千元（惠明1939)。广府

女佣人数众多，她们在筹脈活动中最为活跃，如前所述，抗日救亡运动一

开始，女佣已加人筹脈队伍，后来各地女佣形成自己的筹脈组织，将救亡

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1938年吉隆坡女佣王十姐发起组织"吉隆坡女佣筹
贩祖国难民大会"，并请文人帮助写了筹款誓言。6当武汉合唱团到达模城
时，模城女佣在棱华筹脈会妇女委员会职员李慧英的帮助下举行女佣同人

大会，决定武汉合唱团来时，捐献巨金，捐款办法为新年时组织队伍出发

贺年，收人义款，概为献金，并成立女佣献金筹委会。7女佣在筹贩活动
中的良好组织和巨额捐款有时令女学生也自愧弗如。曾有一位学生惭愧地
说："女佣的工作比我们的还要有秩序，真是，知识分子!"（薇玲1938)。

四是抗日救亡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新马华人妇女运动出现于
世纪初，但一直发展缓慢，直到30年代中期lit前，妇女运动还处于巧步
发展阶段，表现在只关注中国本±妇女问题，很少关注当地华人妇女；女
性知识分子较少参与，男性在宣传妇女解放上起了更大作用；宣传多而行
动少等等。华人妇女运动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有外力的推动，抗日救亡
运动为华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新动力。

对华人妇女来说，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不仅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对她们自身解放也大有益处，所liU午多女权主义者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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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屯事变前夕，已有人指出："所谓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问题
是社会问题的一环，只有和民族解放运动会合起来，在共同的战线上，对

外求民族的独立，对内变□□□□(原文此处看不清楚），才能完成妇女
解放的任务。由此我们可[得到下面的结论——妇女要真正的解放，必

须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才能获得，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进行中，也必加紧妇女

解放的工作，两者是相互而且相成，决不会冲突的"（燕1937)。抗日救

亡运动兴起后，更多华人妇女意识到这是争取妇女解放的机会：-……中

国的抗战是一种生存的斗争，民主的斗争，因此不仅需要妇女从事生产事

业，尤其需要妇女参加全面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所

妇女的解放与女权的争取也必然要在此中获得，而且是容易获得。……在

此非常时期，女权的取得必需是视乎妇女在抗战中之贡献即在抗战中之地

位而取决"（激润1939)。

华人妇女充分利用抗日救亡运动的机会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确实，抗

日救亡运动为华人妇女参与社会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和借口。30年代新马华

人社会仍是一个W男性为中如的社会，封建观念浓厚，大部分人对于妇女

抛头露面看不惯，称之为"呈星婆"，所过去只有少数中上层社会的妇

女参与社会活动。但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不是一般的抛头露面，它是为了支

援祖国，于是在国家和民族存亡关头，妇女"抛头露面"得到上至侨领下

至普通百姓的支持，华人妇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同

时，也宣传妇女解放思想。1939年中国政府号召精神总动员，南洋华人积

极响应，1939年6月11日新加坡华人妇女召开声势浩大的"精神总动员
宣誓大会"，到会的有各妇女团体，会议主席为黄素云，她在发言中将精

神总动员与妇女对国家的责任结合起来，同时也与破除封建的"与从四

德"观念结合起来，指出精神总动员的目的是："一、国家兴亡匹妇有

责，提髙妇女爱国与建国的责任；二、扫除‘三从’，提倡‘二从’，即
从国家，从民族，提高妇女独立、自尊的信私提髙妇女对于国家的观

念。兰、打倒‘四德’，提倡‘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救国的道德"

(猩洲日撇1939年6月12日）。黄素云实际上将破除束缚妇女的"二―从
四德"提到国家兴t的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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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抗日救亡相号召，新马许多地方的华人妇女第一次组织起来，进

行妇女解放的宣传，如1938年3月8日臣株己辖华人妇女破天荒第一次

集会庆祝兰八节，到会者有爱群女校的学生50、60人，妇女界及知识界

30人，家庭妇女数十人，女佣约10人（《星洲日报》.1938年3月9日）。
此外，各种妇女集会也是妇女解放宣传的好时机，如1940年3月8曰新
马华人妇女纪念兰八节，从会场布置的标语看，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同是

关注的主题。8

但是，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运动毕竟有所区别，

前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妇女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当然与国家
民族利益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妇女积极参与抗日救t运动的原因。后

者关系到妇女自身利益，妇女当然也要积极参与。但是，在民族存亡的特
定环境下，抗日救亡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掩盖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大部

分人对此视为理所当然，也有少数妇女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对妇女解放

运动的危害，视此为"妇运的危机"；"然而，也许因为她们太集中精力

于筹脈工作了，有些竟把切身的问题，忽略过去。甚至有些妇女团体，她

本身原缺乏主动力量，但她们竟宁拒绝同性先进的善意指导，而去接受异

性的虚荣鼓励。"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的重要性：

……目前最普遍的口号是："妇女解放问题，是民族解放问题的

一坏，欲求妇女解放，应先求民族解放。"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对

的，但事实我却觉得并不这样单纯。……无论男女，如果人格受

到污损，就连生存的意义，都要受到严重影响的，所^：^我W为

她化争取自己的人格，谋自身的解放，应视同救国工作一样迫切！
(慈明 1940)。

但是，在民族存亡的特定环境下，抗日救亡运动被畳于压倒一切的优

势地位，妇女解放运动只能成为其附属，尽管如此，在新马华人社会，妇

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只能借助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在国家、民族的旗号下

对全体华人妇女进行充分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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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t运动在新马华人妇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极大地促进

了华人妇女的社会参与。在此之前，新马华人妇女基本不参与社会政治’活

动，少有的几次活动是城市的上层妇女参与，(方言帮为单位，关心的是

中国的事务。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面临空前的国家民族危机，为动员各种

资源为抗战服务，华人男性支持妇女的社会参与，于是妇女进行充分的社

会动员。可兑，抗日救亡运动与妇女解放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华人妇

女在抗日救t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参与救亡运动也促进了华人

妇女解放、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别观念。其影响表现在
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使新马华人妇女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口，参
与社会，扩大了她们社会参与能力。过去华人社会除少数知识妇女外，大

部分妇女很少关屯、社会事务，也很少参与社会，抗日救亡运动为她们提供
7参与社会的机会，她们参加捐款、义卖、义演等各种活动，实践T "国

家兴亡，匹妇有责"。露霜的一个古璋华都芽也华人社会一向[保守著称，
华人妇女也很少出来，"抗战(后，情形就有点不同了，在‘救t高于一
切’的前提下，她们有些开始踏出了闺房，卷进救亡的浪潮里，卖花、卖
物、演戏……都不遗余力地与男子并驾齐驱。……在她们这种种奋斗下，
她们的地位是提高了，现在努力干工作的，在马路上为国奔跑的，相信再
也没有人敢称她们为‘兰星婆’，并且也不敢轻视她们的力量，这就是证
明着，妇女们自己的地位是靠自己争取的，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过程也就
是妇女同胞争取解放的过程"（白纳1940)。

第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
树立了妇女在社会上的新形象，人们，包括男性对妇女的作用重新评价和
认识。笔者在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看到一份赵丽娥的口述访谈，可(从
中看到人们对妇女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不同认识。赵丽娥受过中学教育，
但未毕业，抗日救t期间参加同德书报社的歌咏队，卖花募捐，唱的歌曲
有〈伽岛天堂>〉、仲华儿女》、〈庐沟桥问答》、《松花江上>〉，对鼓舞人
们的爱国热情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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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碰到有财钱的人不高兴卖艳，一般人都很热1。，连人力车夫

也很热心'，"阿伯，买一朵花吧。""好，好"，他就放下（钱）

去了，他没有问你是干什么的，他知道是救国。

问："女孩子在那个时代去卖花，’会不会给人家讲？"

答："那个时候比较封建，封建的人就讲：‘这个女孩子多数是

很王星（野）的，专n出来做这些事，一定是很互星的’。……我

整天给祖母骂，‘你这样互星，什么地方都跟着去，......你不怕
给人家一个坏印象吗？这个女孩子都没用的，王星婆这样

问；"所^a女孩子在那个时代出来卖花，人家也还是会这样讲，
是吗？"

答："不是全都是封建的啦，有一些很文明的，知道出来做这些

爱国的事情.他是没有阻止的，参与卖花的女孩子很多，全都是

受过教育的。""平时女孩子出来会受到年轻男人调笑，‘不要跑

了，等我了’等等，但如果去卖花，年轻男人就不敢讲轻薄话"
(赵丽蛾口述访谈文稿）。

从赵丽娥的经历，我们可lit看到老一辈还恪守传统观念，对女孩子抛

头露面看不惯，但大部分人对女学生为抗日救亡而卖花是赞赏的，也积极

支持，有个别人虽对抛头露面的女孩屯、存轻薄，但当这竖女孩是为救国而
奔忙时，敬意代替了轻薄。可U说，华人妇女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改变了很

多人的传统观念，他们最先认同妇女受教育，通过抗日救t活动，他们又
认同T妇女参与社会。

在看到新马华人妇女解放运动在抗日救运动的推动下取得进展的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妇女解放运动的附属性，在国家、民族危亡面前，民族
独立的诉求被置于妇女解放之前，使妇女运动成为民族运动的附属。于
是，与民族解放有关的社会性别变化被华人社会大部分人认可，如女子教

育和参与公共生活，华人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但是，
同一时期新马华人社会在家庭领域的变化则慢得多，尽管核也家庭、自主

婚姻开始出现，但一夫多妻制、父权或夫权为主的家长制和包办婚姻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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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適，尤其是人们对女性的家庭责任的要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仍被普遍接受，传统社会性别所赋予妇女的家庭

责任：养儿育女、侍奉公婆丈夫、照顾家庭等等更是被视为天经地义，华

人妇女在私人领域也就是家庭领域的地位和形象没有什么改变，这与华人
妇女解放运动的次等地位有很大关系。

新马华人妇女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妇女与国家、民族关系的典型例证，妇女要求得解放、要改变传统性别

观念，都必须与民族解放相结合，这是因为当时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

是时代的主旋律，任何阶级、群体和阶层的活动都必须融入其中。新马华
人远离中国，大部分华人在当地持一种移民/客居必态，因此除海峡华人

外，大部分华人对当地政治事务不关如，也无权关必，华人妇女解放运动

缺乏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撑，在30年代中期前发展缓慢。抗日救亡

运动激起海外华人最大的爱国热情，成为最有力的政治动员工具，华人妇

女也在抗日救亡的旗号下进行动员，于是华人妇女解放运动也被纳入中国

民族解放、国家存亡的框架内，妇女参与社会得到上至侨领、下至普通百

姓的华人男性的支持，华人妇女进行了充分政治动员，妇女解放运动也取

得新的支撑。但华人妇女解放运动不得不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附属，这又

导致它发展的先天不足。

注释

1此次事件详见庄惠泉：〈我与林谋盛共同献身于作战〉，许玄樵等编：《新马华人
抗曰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页21-22。

2新加坡女佣报效金银手饰：梁巧玄金戒指一枚，罗枝金戒指两枚，伍亚涕金表一
个，巧亚义金戒指一枚，张节芳金表一个，梁转好耳环一对，陈亚女玉环一只，何
爱玉金戒指一只……，见报道〈女佣筹脈演戏时，尚热咕认贿公债〉（《星洲曰报）
1937年11月18日）。马六甲女佣发起成立粤女佣演戏筹妮祖国难民会，会员每人
至少捐二元（《星洲曰.报》1938年4月4曰）。芙蓉女佣剧团登台，筹款2000余元
(《星洲日报》1938年5月13日）。榜城女佣筹备游艺助販，活动发起人为在外国人
和富人家帮佣的女佣（《星洲日报）1938年5月30曰）。

3新加坡家庭妇女讨论演剧筹娠进行办法，至会者共190人，推梁琼珍为主席，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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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为副主席，见报道〈广帮妇女总动员，家庭妇女亦奋起组织〉（《星洲曰报》
1937年11月4曰）。

4 〈吉隆坡半山巴妇女界捐金饰〉，杨浓先夫人珠耳环一对，蓝玉女击金耳环一对.杨
-杏珠女壬殊耳环一对，谢育仁夫人金戒指一个.张金莲女+石專环一对（《星洲曰
撇〉1937年8月25曰）。

5 "广府籍"亦称广府人，指母语为广州方言（粤语）的人。当时有一值语："潮州
果条福建面，海南郝啡马九X"，马九括广府人，X指生殖器。

6这份誓言内容如下："东北失，冀东出，夜郎大.，谋益急，哀我神州，惨无宁曰。
卢沟变起兮.不津失，张北沦陷兮，察绍碎。平汉正太相告急兮，晋豫遭秽。呜
呼，巧辕华育，妾芸五亿，如惠如平，惨受残贼。巧尔倭奴，要挟吉则，伟哉蒋
公，弗受春逼，长期抗战，群策群力，鼓我军兰令，沪化杀敌。……同人等虽为女
佣，家鲜千钟，然北天遥望，涕泪重重，用是集同行消滴，聊佐演剧筹販么资，希
望仁人巨版，共布扬技之施，救人救已，积善固获鸿樓，为国为家，献金义亦难
辑，愿我同侨，共图勉之。"〈吉隆坡女佣虽家鮮千钟.亦不忍坐视国难〉（《星洲
曰撤〉1938年3月2日）。

7主席陈足意，总务尹亲絳，总队长叶巧景、熊亚妹。〈合唱团苍界将献巨金〉
(《星洲日报)〉1940年1月25曰）。

8这些标语包括：马华妇女应力取宪政平等；只有民族得到解放妇女才得解放；精诚
团结建立华人妇女统一救亡战线；新式女性不涂秘不巧脂不烫发；我们要把有用的
金钱揖给国家；我们要和平只有武装起来；要求巧女解放只有经巧独立（《星洲曰
报）1940年3月9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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